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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从后殖民主义视角，透过当时优生学的发展，挖掘医学想象如何被运用到帝国政治中成

为帝国优生学以及殖民医学，并对美国移民政策起到重要的影响。分析还发现小说文本反

映出作家的殖民主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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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医学已成为当下学术界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 ( 李尚仁 1)，但利用殖民医学史及

相关理论解读文学作品，还比较少有。殖民医学一方面是指发生在殖民地上的各种医学实

践，或相关的各种权力、机制和社会阶层活动，以帮助殖民者克服他们在殖民地上所面临



蒋天平  王亭亭：帝国优生学与《三个女人》中的殖民主义思想  81  

的医疗卫生问题。它的研究对象涉及医学技术、公共卫生体制、医学伦理、医学实践，以

及宗主国或医学赞助方的政策和制度。另一方面，殖民医学又是学者从后殖民主义视角解

读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殖民地背景下西方医学实践的理论和方法，为解读殖民文学提供了

理论基础 (蒋天平 33-48)。殖民史家罗伊·麦克劳德曾指出，美国科学、技术与医学在殖

民他者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角色（MacLeod 13）。本文认为，殖民医学不仅发生在

海外殖民地，也可能出现在类似于海外殖民地境况的国内移民区，20 世纪初在美国移民区

内流行的优生学、产科学等医学科构成殖民医学，影响了美国的移民政策和本土化运动。

斯皮瓦克认为，19 世纪帝国主义是英国文化的重要部分，解读 19 世纪英国文化必然

要考虑帝国主义。在 20 世纪，帝国主义同样是美国文化的重要部分，从帝国主义角度来

解读该世纪的美国文学是必要的。乔勒·坎贝尔认为，“20 世纪早期文化史中，优生学与

帝国主义两股重要势力联系紧密，优生学作为科学壁垒强化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Campbell 
3）。《三个女人》成书于殖民主义高潮时期，讲述两个德国女性移民和一个黑人女性移

民的成长历史。因此，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借助优生学、遗传学、产科学解读小说文本，

探究医学在帝国主义扩张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具有很大的必要性；同时把作者放到后殖民

语境下，还原其殖民者的本真面目，揭示出作者在创作中无意识流露出来的帝国作家意识。

一、桥头镇内殖民地及殖民化

“内部殖民主义”是在二战之后被黑人民权运动用以反对美国白人种族主义的理

论。马丁路德·金认为，“（黑人）贫民窟差不多就是一个国内的殖民地，黑人居民在

政治上被主导，在经济上被剥削，在任何地方都受到隔离和羞辱”（转引自赵稀方 193-
97）。西方评论家杰林格瑞 • 沃尔和赫拉德 • 克鲁斯也提出“国内帝国主义”（domestic 
imperialism）的概念（顾学梅 94-95）。在 1840 年到 1900 年间，美国移民达到高潮，其

中德国移民最多。他们深厚、强烈的传统宗教信仰、家庭观念、文化认同感产生强烈的民

族主义情绪，聚居而形成隔离于主流社会的较封闭的移民区。桥头镇就是一个以德国移民

为主、夹杂少量黑人和东南欧移民，以及部分本土白人的社区。移民区内部遵循着半封建、

前工业社会的生活秩序，移民们在政治、经济上受到本土白人的不公正对待，社会身份类

似于殖民地上的被殖民者，因此桥头镇可被看成美国国内殖民地。在殖民地上推行的帝国

优生学演变为殖民医学。

斯托尔认为，非洲殖民主义建立在西方种族观念之上，殖民者通过在殖民地上建立详

细的统治规则和统治模式，如白人和土著人分裂的社会模式，确保了白人在经济、社会和

政治上的统治权（Stoler  635）。桥头镇也不例外。根据 1885 年签订的富伦法，美国的移

民政策允许从事底层工作，如家庭仆役、家庭教师等行业的德国人可进入美国。因此进入

美国的德国裔女性移民，连同黑人和少量的东南欧移民普遍从事家政行业，构成社会底层，

而美国本土白人玛蒂尔达小姐、韦德史密斯小姐、桑仁医生等构成了当地的上层阶级。英

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认为便宜的土地和殖民地廉价的劳动力使白人过着上流社会的生活，享

受类似于英国精英阶层的福利（Huxley 184）。桥头镇的上层阶级雇佣着大量的德国移民，

如安娜、萨利、莉娜等等，四处游玩结交朋友，夏天住到乡间别墅，冬天住在城里的宾馆，

生活快乐、休闲、优雅。底层移民们则经营着些小生意谋生，安娜哥哥卖面包谋生、德雷

顿一家靠酿酒为生，兰特曼太太忙于给底层女性移民接生。他们生活贫穷、困顿，经常入

不敷出，不得不寻求安娜的救济。此外移民们还常常疾病缠身，德莱顿太太患有肿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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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米亚店员患上肺病，穷困的理发师每逢工作机会就经常生病。移民们都安守本分、尽职

尽责地服务、伺候本土白人。安娜一直给本土白人做女仆，衷心耿耿、任劳任怨，坚守作

为仆人的本分，直到劳累成疾而死。生物学家作者万巴德曾对在殖民地之上建立起来的主

仆关系做过贴切的比喻，殖民者像寄生虫一样需要中间宿主的服务，直到它能独立生活，

在欧洲家庭中乳母扮演的角色正是这一角色（李贞德 243），类似于欧洲家庭的乳母，安

娜一直在抚育、伺候韦德史密斯小姐家的小女孩琼和小男孩埃德加，直到他们成年。

对于安娜辛劳的一生，作者评价是忠心耿耿的女仆（25）①，话语中透露出作者的殖

民主义意识。对于移民们的悲惨、穷困的生活，作者又持有 19世纪种族主义的“天定命运论”

意识。借助安娜的话语，作者描述一名穷困理发师的宿命，“他们不知怎的，始终是入不敷出。

他们工作勤奋，也很节俭，没做过什么坏事，但这个理发师恰恰就是那种赚不到钱的人。

……理发师一有工作机会就生病，从未事事顺遂过”（64）。面对移民的穷困，安娜靠着

朴素的阶级情感救济他们，但另一方面救济的事实又折射出上层阶级和底层移民之间巨大

的贫富差距：安娜救济的穷人越多，就说明她和上层阶级的富有，因为她毕竟不过是本土

白人家庭一名普通的女仆。

上层阶级掌握着移民们的生杀大权，控制着他们的经济命脉。移民们经营的小本生意

必须依靠上层阶级的恩赐，乞求他们购买商品。作者开篇描述了两者之间不平等的贸易关

系。当安娜为本土白人主子到小店铺购物，她经常打着“玛蒂尔达小姐 ”的名号压低货

物的价格。人人都害怕玛蒂尔达小姐，因此也常常满足安娜的要求。如果不满足，安娜还

能指挥警察维持秩序，“只要她（安娜）有什么不满的因由，他们（警察）就会迅速处理”（4）。
“玛蒂尔达”成为权力的符号和象征，安娜则是权力的实施者。贵族阶层的住宅和地理位

置也体现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权力关系。伊丽莎白·海耶斯指出，空间政治实际上体现

并实现种族、性别和阶级政治，也会反映在住宅的空间位置上（Hayes 671）。玛蒂尔达小

姐的整幢大房子颜色鲜明，红墙白梯，沿街建在山岗之上，整整齐齐的一排，俯视底层移

民住户及他们的店铺。底层移民的生活区则分布在山脚下，沿着街道边建造，如兰特曼太

太的小屋子，或者住在郊外，像贫穷的德雷顿家住在简陋的木屋里。

乔勒·坎贝尔一针见血地指出，移民区的阶级关系常常被理想化、田园化为慈善的家

长和顽劣的小孩之间和睦的家庭关系，后者不得不寻求前者的领导（Campbell 5）。尽管

桥头镇移民区内等级深严，阶级对立现象严重，但作者关于女仆的忠心耿耿论和贵贱的天

定命运论限定了贫富双方之间应遵循的规制和秩序，忽略了上层阶级优雅生活背后无数移

民们的辛劳、汗水、伤病。同时作者还试图理想化双方之间的阶级关系，“说来也怪，穷

人是多么喜爱向那些友善的、地位高于他们的博览群书的善良人物讨教”（69），遮蔽双

方间建立在优生学及经济基础之上的阶级对立和冲突的阶级矛盾，维护了帝国的殖民统治。

自建国以来，美国就警惕和厌恶外来移民，认为德国移民将会对美国民族构成威胁，

并发起反移民活动和强制同化运动。美国政府推广“百分之百的美国化”政策，要求移民

学习英语、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消除移民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在桥头镇，这种赤裸裸

的殖民化行为具体体现在政府对移民英语语言、价值观念的要求上。移民区每个人，甚至

德国老妇人凯蒂都能讲一口英语，哈顿太太的两个小孩在学校学习大量英语，遗忘了母语

德语，在价值观念上认同美国的种族主义理论，认为德国亲戚比低贱的意大利人和黑人工

人更低贱。这种认识折射出当时美国社会盛行的种族阶梯观念，在阶梯顶端的是英国人、

土生土长的白人和加拿大人，依次再是法国人、德国人、东南欧人、犹太人及黑人等。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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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医生杰夫和姑娘萝丝都认同了白人的优生学及种族价值观，承认游荡撒谎是黑人种族的

最大劣根性。安娜在对待同乡和美国本土白人的不同态度也证实了美国殖民化运动的成果。

反之，桥头镇的阶级结构和文化价值观念的传播、盛行又证明了桥头镇的国内殖民地地位。

二、种族优生学

遗传学是一门研究生物起源、进化与发育，以及基因和基因组结构、功能、演变及规

律的学科。它经历了孟德尔经典遗传学、分子遗传学和系统遗传学阶段，在 20 世纪获得

了飞速的发展。在遗传学的基础上，英国博物学家 F.高尔顿于 1883年首次提出优生学理论，

研究在社会控制下能改善或削弱后代种族（遗传）素质的动因。他认为“优生学是 20 世

纪一次重要的社会和文化运动的思潮，与种族、民族和性别意识形态有紧密的联系，同时

涉及到人口控制、社会卫生、国家医院、福利状况等问题……”（Galton 35）优生学在产

生之初，就从一门自然学科转变为一门社会学科，成为殖民者种族理论的中心，为帝国种

族思想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Campbell 8-20），并在西方各国普及，将美国本土主义运

动推向高潮。该理论结合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在从猿向人进化过程中，劣等种族滞留在

最低级阶段，发展停滞，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鲍勒 385）。有数据表明，非洲成人大脑

的重量绝对低于欧洲人的大脑重量，前者的大脑容量在高峰时期相当于欧洲人 10 岁时期

的大脑容量，并在青少年时期停止增长，而欧洲人的大脑在 16 岁时开始激烈增长，这种

看法在当时被普遍认可。小说中黑人萝丝就是按照当时优生学塑造的典型。虽然她由白人

抚养长大，但黑人血统使她堕落、退化、低劣、愚笨，行事作风漫不经心、粗心大意、没

精打采、自私自利。她快乐就笑，不开心就发脾气，嘀嘀咕咕，肤浅得像个孩子、野兽，“忧郁、

懦弱、孩子气、抱怨、烦躁、咆哮，简直像头令人憎厌的野兽”（83）。“孩子气”通常

被用于殖民主义者对种族他者的描述中。皮尔逊是一个赤裸裸的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

殖民主义者，他认为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本性比培育，遗传比环境更重要。因此人的种

族差异、贫富差异是先天注定、与生俱来的，而外界环境和教育不能改变人的基因和个人

性格。白人教育够使萝丝表现得不再像一般黑人那样俗里俗气、毫无节制，却改变不了黑

人无道德感、无是非感、无羞耻感等劣等种族的心智和品质，作者直言在萝丝身上体现出

来的差别，“白人的训练，只是有助于培养她的习惯，并没有改变她的性格。萝丝有黑人

那种单纯的、没有男女差别的、无所谓道德不道德的观念”（84）。结论印证了当时的优

生学观念，“最好的环境不能够提高劣等种族的人们，例如乞丐和黑人，同样也不可能提

高文明社会中最底层的人群，例如习惯性犯罪、流浪者愚笨者”（Lundborg 532）。

生物进化论观点认为，类人猿具有好动、无目的漫游、无是非观、无责任心等特性，

黑人种族处于类人猿的发展阶段，因此具有一半黑人血统的梅兰克莎也沾染上黑人的习性：

整日无所事事、闲逛、游荡、说谎、轻佻、粗俗，被黑人医生杰夫总结为黑人的“很糟糕”

的种族特性：寻刺激，闲荡、不安定。梅兰克莎与琼·哈登、杰夫、杰姆·理查兹等的恋

爱经历所证明黑人劣根性的观点。此外，作者又虚构萝丝小孩突然死亡的个体事件及萝丝

夫妇善忘的事实，“不多久几把这桩事情置之脑后了”（83），来夸大为桥头镇黑人社会

的常态，隐射黑人无责任心的种族劣根性。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作者对黑人高生育率的担忧。
①除了缺乏责任心、真正的人类情感，黑人大脑简单、具有强烈的欲望。梅兰克莎很早就

知道怎样使用她具有的女人力量，那种事儿也会引发内心强烈的骚动（94）。

高尔顿认为，“每一代人的品质都来自于她们的祖先”（Galton 13）。虽然黑人有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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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族劣性，但是白人的血统赋予个体的优点减缓、拯救黑人血统带来的劣根性。因此梅

兰克莎身上的白人血统使得她优雅、标致，具有才智、耐心耐性，善于抚慰人，脱离了黑

人血统的兽性和孩子气。小说中另一个同样具有白人血统的黑人琼，白人血液让她具有很

多优越感，皮肤白得几乎没人认出她是黑人，“她身上有很多白人血液，这使她能明白事理。

她身上的白人血液十分浓烈，她有胆量，能忍耐，有生气勃勃的勇气”（105）。作者认

为萝丝小孩死亡的原因是一直照料萝丝的梅兰克莎的因故离开所致，暗示白人是黑人得以

生存下去的保证，也折射出当时的极端达尔文观点，即黑人的劣等性将会导致他们在某个

时刻在人类生存的链条上灭绝（Wilson 347）。

优生学思想激发了殖民文化内关于种族和堕落的最深刻的生物学担忧。心理遗传学理

论认为，个体的性格一半来自遗传，一半来自后天。在遗传的特质中，个体的“根本性格”

属于心理遗传学中性格的深层部分，例如活泼、开朗、冷静、急躁等等。梅兰克莎的母亲

赫伯特“大妈”迷迷糊糊、神情恍惚、精神不定，父亲情感强烈但不稳定，这两种性格都

遗传并杂糅到梅兰克莎身上，使得她具有白人和黑人的双重性格。弥尔顿·科恩指出，混

血人身上杂糅两种或多种血液，因此他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遗传性冲突，使他们

的灵魂处于兴奋、不安定的状态（Cohen 119-21）。其中父亲的黑人血液造就了黑人性格，

但与白人血液的杂合又激化了梅兰克莎性格中不安定、矛盾的因素：她喜欢放荡的生活，

但内心深处又寻求安定和寂静；“爱得很强烈”，却又神秘莫测，总是做出许多不可思议

和难以捉摸的举动，不相信人家，内心充满幻灭。梅兰克莎与杰夫医生、杰姆·理查兹之

间的恋爱经历以及与他人之间的交往都证明了她复杂的性格缺陷和对她生活的毁灭性的伤

害。作者借一个道德家黑人萝丝的话语来批评梅兰克莎性格的卑劣，“我现在听到不少关

于你的非常恶劣的事儿，大家都是对我说你做了多少那种事儿……我的的确确希望你有时

候能懂得怎么想一个体面、正派的姑娘那样形式……”（242）
黑人血液一旦进入身体，就再也不会消除了。白人的血液能够拯救黑人，但是黑人血

统对于白人个体来说是场悲剧，对整个种族、民族来说是个巨大的灾难，“混合婚姻的子

孙将不纯的血液输入到白种人中，最终剥夺了剥夺白人的纯净”（Montagu 236）。优生学

家苏通认为，白色人种血统纯净、高贵、伟大、辉煌，而混杂的血液则会使种族堕落（Sutton 
22-23）。在美国的帝国优生学一直仇视、排斥移民，限制异族通婚。1924 年弗吉尼亚等

州版本《反族际通婚法》禁止种族间通婚。混血儿梅兰克莎的悲剧正反映了作者的隐忧。

与梅兰克莎相对应，作者塑造了黑人萝丝，虽然具有低劣的品性，但她能够执守黑人本性，

安静、幸福地生活。这正验证了作者“天定命运论”的思想。

三、阶级优生学

优生学理论在形成之初就在帝国领域内盛行，涉及阶级、种族、犯罪和精神疾病等概念，

（Campbell ix）。英国优生学家将基因的劣等性、性的无节制性和高生育率等优生学观念

与阶级联系起来，而美国的同行们则将这些特性与民族联系起来，将欧洲人划分为不同的

种族而不是民族（群体），例如斯拉夫人、犹太人、意大利人等种族。这是一种伪种族思

想（Dinnerstein and Reimers 55-56）。其中相较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日耳曼人是劣等种族，

具有类似于黑人智力缺陷的种族特性。种族的优劣论首先体现在智力发育之上。当时英国

优生学指出，智力迟滞（mental deficiency）不是一种疾病，而是智力没有正常进化（Campbell 
85-86）。在桥头镇优生学的种族观念和阶级观念紧密结合，将一群底层阶级的德国女性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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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塑造成种族他者和阶级他者，智力愚钝、精神不健全、迷糊、无道德是非观念、充满肉欲，

还牵扯到早婚早育、性病、流浪汉、青少年犯罪、私生子等社会问题，经济上贫穷。

高尔顿指出，智力缺陷是精神卫生方面的公众健康问题，涉及精神学、心理学、生物学、

社会学、优生学和环境优生学、司法、道德和宗教等等（Gordon 19）。坎贝尔认为智力缺

陷除了种族遗传因素外，还有环境因素（Campbell 17）。这些女性都来自东欧移民家庭，

处于社会底层，贫穷、缺乏管教和家庭亲情的生活环境导致移民女性的种族、阶级特性：

愚蠢、迟钝、丑陋、未婚先孕，早婚早育。移民德雷顿家的两个女儿、兰特曼太太的女儿

朱莉娅、莉娜家的 11 个姊妹，都长得丑陋难看、痴呆、迟钝。相反，而年级相仿的美国

本土白人小琼小姐却因玛丽小姐的管教，显得漂亮可爱、充满魅力，成长为一名知书识礼

的贵族小姐。她的弟弟艾德加接受了较多的教育，准备从事土木工程师职业。两者之间的

阶级差异和成长差异都由她们各自的生活环境所决定，最典型例子是梅兰克莎。在种族上，

她遗传了母亲的迷糊、迟钝和父亲的不安定、多疑的种族品质；在阶级上，由于母亲体弱

多病，父亲易怒、严酷、好斗、缺乏责任心都使她从小就缺乏家庭教养，生活在游手好闲

的流浪汉中间，养成爱好游荡、酗酒等阶级陋习。优生学认为，家庭教育可以促进子女们

的卫生、清洁、健康的生活习性，而家长制对移民女性的失控则造成诸如私生子、青少年

犯罪等社会问题。

博特（Burt）认为在引发犯罪的遗传、环境、身体和心理等四个环境因素中，遗传是

主要因素（Campbell 163），由于智力欠缺，无法应对现代的、复杂的城市生活导致犯罪 

（Galton 158）。在梅兰克莎、萨利等人物的塑造过程中，作者扩大了遗传和阶级的作用，

把犯罪、酗酒、斗殴等暴力行为和漂泊习性纳入种族和阶级范畴。詹姆斯·赫伯特和车夫

约翰拿出剃刀进行斗殴，作者强调这是黑人解决问题的方式；梅兰克莎求知、游荡的生活

方式被杰夫指为黑人游荡、不安心工作和生活的种族品性；杰姆·理查兹虽然得到了梅兰

克莎 “规矩”、“聪明”、“有胆识”的肯定评价，但她作为不可靠叙事者掩盖不了理

查兹赌棍和酒鬼的身份。萨莉与肉店小伙偷窃证实了优生学中犯罪的阶级特性。坎贝尔指

出，殖民地青少年犯罪率高的大部分原因是殖民政府没有创造出就业机会引发大量失业所

致。同时，在殖民地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把这类社会问题归于个人身体和心理原因是西方

一贯的殖民话语（Campbell 162-63）。权力产生话语，作者对桥头镇移民进行想象性描述

是殖民权力话语在发挥作用，忽略了双方实际在政治、经济地位上产生差距的原因，掩盖

殖民统治对移民造成的不幸的事实，维护了当下的殖民制度。

19 世纪末，医学与生物学认为女性的生育如同动物的本能，高生育率就意味着强烈的

兽性（李贞德 236）。早在 18 世纪后半期，美国人认为移民的增加会削弱国家以盎格鲁 -

撒克逊人为主体的种族。在 1898 年到 1907 年间，移民从 22.5 万人增加到 130 万人，被集

体想象为身体不健全、弱智，基因低贱、性欲无节制和生育率高。当时非裔美国移民女性

超强的繁殖力曾是美国优生学焦虑的重点。②桥头镇德国女性移民也反映出作者的焦虑：

品质卑劣、身体粗笨、强烈的欲望和极高的生育率，以及由此产生的私生子问题、早婚早

孕问题、未婚先孕等问题。桥头镇几乎每个德国移民家庭都生育了多个孩子，莉娜家有 11
个小孩，德雷顿太太家有 7 个孩子，瘦弱的莉娜也生育了 4 个小孩，萝丝小孩死亡后被迅

速淡忘隐射了黑人的高生育率。情节的塑造迎合了当时优生学观念，“那些底层阶级，乞

丐、酗酒以及靠救济金生活的妇女，容易怀上私生子”（Kevles 59）。茱莉亚、莉娜、萨

利、梅兰克莎、萝丝等移民女性都被安娜比作容易出轨的流浪狗，“萨利（德国移民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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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像顽皮的彼得、快乐的小淘气那样容易受到诱惑，干出越轨的事”（11）。兰特曼太太

终日为那些惹麻烦的姑娘忙碌等情节都折射出美国人对东欧移民的集体想象。早婚早孕是

促成高生育率的原因之一，也是宗教、文化落后的表现，先进文明中受过文化教养的女性，

往往由于追求自由、知识和生活品质，逃避或推迟婚姻（Galton 21）。与东欧移民相对的

是玛蒂尔达和玛丽小姐等本土女性，清闲、富裕、交朋访友的生活方式反映其单身身份，

透射出自身白人的种族优越感和帝国优生学意识。作者在描述两种不同阶级的婚姻也各不

相同。上层阶级琼小姐的婚姻合乎礼仪法规、浪漫，成为小姐、进入社交界、订婚、结婚、

蜜月，而底层阶级茱莉亚、萨利的情感和婚姻都是偷偷摸摸，未婚先孕，表现出欲望和愚昧，

这样的婚姻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更加贫穷、更多灾难，甚至犯罪，萨利的故事就是最好

的证明。

四、现代产科学 VS传统产婆行业

殖民医学史家李尚仁认为，西方医学代表着西方文化，是西方扩张的代理者。医学作

为一种文化理论向海外传播的过程构成了欧洲殖民扩张的过程（MacLeod and Milton 2）。

殖民医学是西方医学的特殊形式，是帝国强化殖民统治的方式和手段。自 19 世纪进入现

代医学阶段以来，西方医学开始蔑视、嘲笑、抨击、毁灭过去的传统医学，并传播西方文

化。坎贝尔在研究非洲殖民地上的殖民医学时发现，优生学除了表现出殖民者的恐惧外，

记录了殖民地的现代化过程，……殖民地肯尼亚成为科学殖民化的实验室（Campbell 3）。

20 世纪初美国内殖民地桥头镇的传统产婆行业也遭遇了西方现代医学的殖民化过程：美国

施行强制同化政策，加大对传统产婆行业的打击。在殖民叙事过程中，作者套用了殖民地

时期对产婆行业的想象来描述它在桥头镇的衰退。

历史上，产婆是女性分娩的重要实施者，确保了女性分娩的平安，减缓了母亲的痛苦。

此外，她还是一个“顾问、流产者、治愈者、施洗者和护士”（Garratt 197-201），承担诊

断病情、制定药方、制药和给病人提供护理等医学治疗任务，对于整个村庄和社区都是必

要的。同时她们渊博的知识、多方面的能力以及可靠的收入受到当地人的尊敬。据史料记

载，在 20 世纪初虽然不少移民已经演化成了美国人，但那些穷人、非裔美国人和那些南

部美国移民区都已经习惯了产婆行业及产婆文化，在南方各州 90% 的黑人生育都是有产婆

完成。③在桥头镇，兰特曼太太从事产婆行业，热心于帮助那些犯错误、惹麻烦的年轻姑娘，

接济、帮助她们，帮助收养她们的私生子，缓收或不收医疗费用，体现出母性仁慈、善解

人意、人道主义以及个人魅力。她的产房成为来自同一家乡年轻姑娘们精神和肉体上的双

重救赎场所，是移民们进行乡情联系的纽带，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因此在故事开始之初，

安娜将兰特曼太太描述为长相好看、有魅力、有本事、善良和蔼的、一生中见过的最不平

凡的女性。而随着移民区殖民化发展，安娜眼中的兰特曼太太便逐渐发生了变化。

到 20 世纪初，传统的产婆行业构成了美国现代医学发展的障碍，导致优生学与产婆

行业激烈的竞争，后者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极大的挤压。在 1908 年至 1918 年十年间，产婆

行业和东欧移民受到政府的限制，都极大地遏制了产婆行业的发展，直至消失而为现代产

科学所取代（Kobrin 197）。资料表明，1900—1924 年美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医生和医院促

使产婆在美国渐渐消失，……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绝大部分州都已经取缔了产婆。
④究其原因可追溯到中世纪以来的传统认识，“女性就与巫婆和污秽联系起来，尤其是产

婆和其他女性治疗者”（Ehrenreich and English 6）。在美国殖民地时期，产婆常常受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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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教堂和男性医生两个方面的指控。因为产婆除了接生之外，还须给婴儿施行洗礼。教堂

常常指控她们是巫婆、魔鬼的中间人，为撒旦而不是为上帝施洗。因此在小说中产婆与巫

婆相互勾结，引诱虔诚的基督教徒。兰特曼太太带天主教徒安娜去巫婆家算命，并安娜对

此做出道德价值判断，“去找算命女人实在很不好”（55）。巫婆丑陋的形象和房屋神秘、

邪恶的场景的描述，削弱与之密切联系的兰特曼太太身上的光辉，诋毁产婆行业，为移民

区产婆行业被打压和排挤做情感上的铺垫。另一方面，在殖民时期，因为产婆控制他人的

健康和幸福，给男性医生的从业造成很大的威胁。出于行业嫉妒的原因，他们更容易跳出

来指控、诋毁传统产婆行业及行医的产婆，指控她们无知和肮脏。在 1900 年代产婆成为

了美国婴儿高死亡率的替罪羊。因此小说塑造了一个邪恶、神秘的男性医生形象，引诱、

控制住兰特曼太太，诱使她犯下无可饶恕的罪过，破坏了产婆在移民区原本良好的声誉和

地位，“兰特曼太太已经完全变坏了”（62）。安娜关于兰特曼太太的想象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了现代医学对传统产婆行业挤压的事实。

产婆行业在桥头镇的堕落、退化具体表现在安娜对兰特曼太太的描述上。原本兰特曼

太太是个好人，但自从神秘、邪恶的男性医生出现后，她好看的脸开始变得毫无生气、松

弛憔悴，终日心神不定、精神涣散，从前充满无往而不胜的态度，现在却有着一种自知有

错的不安神色，终日恐惧、不安、恍惚。在安娜的眼里，她从当初的不平凡女性堕落成神秘、

沉闷、邪恶、犯错的巫婆，最后渐渐从安娜视野中消失。两者关系的疏远和终结都折射行

业衰败，“自打兰特曼太太经历了那场苦难后，她的接生工作一直没有多少起色”（70）。

在后来梅兰克莎和莉娜故事中，移民女性们的生产行为都由医生们负责，产婆彻底销声匿

迹了。文中也叙述道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和黑人开始从事西方医疗学习和研究，黑人杰夫医

生就是其中的典型。他关于黑人种族的观点正是帝国优生学在移民区成功殖民化的结果。

五、贱民及话语权

葛兰西提出“属下”概念，认为属下即那些维持生计的农民、无组织的农民工、以及

流浪街头或乡村的零散的工人群落和团体。在后殖民女性主义中，斯皮瓦克将此概念进一

步扩展到城市中处于边缘、缺失主体性、在经济、政治和性别上处于从属地位，被双重边

缘化的群体。“阶级种族主义”理论认为，本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穷人被视为“下

等种族”，带有一切低级种族的特性，是“文明社会中四处游逛的部族”。在殖民主义国

家中，帝国主义总是与种族压迫、阶级压迫、性别压迫胶着在一起，桥头镇的东欧移民女

性就构成了帝国主义霸权和男权统治下的贱民和“属下”。

文本的意义及其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 , 是通过叙事来建构的 ,因此必须对文本

叙事本身进行颠覆（斯皮瓦克 223）。 斯皮瓦克借助此方法颠覆了夏洛蒂·勃朗特的叙事，

认为《简·爱》的殖民主义话语将贝莎的反抗建构为癫狂，以维护帝国的统治秩序和权威。

斯泰因在文本中也流露出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和殖民主义叙事的倾向性，通过帝国优生

学这一权力话语，从帝国、男性、理性三个维度剥夺了东欧移民女性的自我主体身份和话

语权，将她们塑造成痴呆、愚钝、丑陋的形象。黑格尔把痴呆、蠢态、精神涣散归为疯癫

的第一种形式。德里达指出疯癫并非一个本质主义概念 , 它是逐渐被建构起来的，是由掌

握话语权的一方给异己贴上的一个标签，从而剥夺掉异己的声音。

安娜虽然是德国移民，但早已上升为白人统治的帮凶，富有且操纵权力，死心塌地、

忠心耿耿地护佑白人主子的财富和权力，保护殖民统治和帝国事业，面对来自德国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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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却俯视、教训和颐指气使的态度。兰特曼太太象征了传统移民文化和母性，自始至终地

保持着对犯错年轻姑娘爱护和热情的态度，但移民、女性及产婆等身份使她成为美国政治、

宗教和白人男性的受害者。柔顺的莉娜是逆来顺受的德国移民女性的典型，愚钝、迟缓、

虚弱，没有生气，成为帝国主义事业的子宫。梅兰克莎是小说中最大的受害者。在帝国殖

民话语中，白人与低贱的种族他者、贫穷的阶级他者结合生出来的混血儿都是低等动物，

如《简爱》中混血儿罗莎承载了“邪恶”、“卑鄙”、“粗俗”、“灾难”等的罪名。这

种命名方式正是殖民者传播帝国话语、维护帝国主义权威和殖民意识的通常策略。在《三

个女人》中，斯泰因利用帝国优生学，通过由萝丝、杰夫的声音妖魔化梅兰克莎，维护帝

国主义意识。他们习惯于指责梅兰克莎的邪恶，不能像一个体面、正派的姑娘行事，指责

她身上追求刺激、好游荡的习惯是黑人最糟糕的种族弊病，然而白人玛丽小姐和玛蒂尔达

小姐的浪游却得到了肯定。事实上梅兰克莎是以独特的实际行动来建构桀骜不驯的性格，

反抗帝国的殖民话语，与维护白人男性帝国话语的安娜、萝丝、杰夫等形象完全不同：萝

丝安于现状、缺乏想象，自居于白人的教育和价值观，诅咒梅兰克莎的死亡；黑人医生杰

夫全盘接受了帝国优生学观点，诬蔑黑人的种族疾病。他们成为杀死梅兰克莎的真正凶手。

这些女性的结局无一不是为移民区上层阶级舒适的生活、帝国的事业劳累至默默无闻地死

去。她们的死是必然的，适应机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生存竞争”中的失败者是社

会的进步，“最美的玫瑰只有除掉那些小花蕾才能够生长出来”（李建鸣 214）。安娜、

莉娜已经完成了抚育帝国继承者的任务，梅兰克沙、父亲赫伯特等流浪汉的死都为昌盛的

帝国主义事业消逝于无形，什么都没带走、什么没留下。正如莉娜死了之后，丈夫赫尔曼

·克雷德尔和三个儿子心满意足地过着一层不变的安静的生活。

作者虽有德国血统，但在《三个女人》成书之前都一直居住在美国，在 1897-1901 年

就学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医学专业，对于当时流行的帝国优生学和主流意识形态

应该相当了解并深受其影响。她曾多次表述过美国的共和政体的先进性，她热爱美国，为

作为美国人感到骄傲、自豪 ( 张禹九 159-177)；德国是个落后民族，指责德国人的下贱习

气，节省、邋遢、懒散，全身臭气。塞米尔认为，在 20 世纪，帝国主义的表述、社会达

尔文主义和爱国主义密切相关的（Semmel 62）。尽管斯泰因的小说完成了小说现代化语

言的转向，但在人物塑造和帝国叙事中，她不由自主地流露出美国人身份的优越感和偏见，

隐含了殖民主义话语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赛义德认为，一些进步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机

制在面对帝国殖民地问题时，就显得不那么进步了（汤林森 18）。因此斯泰因在帝国意

识形态上是一位潜意识地主张优生学的帝国主义作家。

注解【Notes】

①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格特鲁德·斯泰因：《三个女人》，曹庸 孙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年），

以下标出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② 1920 年斯托特德（Lothrop Stoddard）把黑鬼“称为最快的繁殖者”, 而上世纪初美国著名优生学学者

拉夫利因（Harry LaughlinIn）在 1914 年警告说联邦政府须采取行动以阻止低等人种的进入。而几乎与此

同时福柯所提出的对白种中产阶层女性的身体和性的“彻底医学化”（thorough medicalization）在医学话

语中越发完善，而这一过程是以“对孩子的健康、家庭制度的稳固和社会的安全负责任”为名而实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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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See J. M. Baldy, “Is the Midwife a Necessit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73 (1916): 399-

400; and J. Milton Mabbott, “The Regulation of Midwives in New York,” Americ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55.4 

(1907): 516-27.

④ See Harold Bailey, “Control of Midwives,” Americ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6.3 (1923): 293-98; and Charles 

Edward Ziegler, “The Elimination of the Midwif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60.1 (1913): 32-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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